
地 理 研 究
GEOGRAPHICAL RESEARCH

第38卷 第10期

2019年10月

Vol.38, No.10

Octo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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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构建国土空间的基本战

略格局、实施功能分区的科学基础，为主体功能区降尺度传导、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国土开发强

度管制等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参数。以地域功能理论为基础，从人地关系演化出发，探索“双评

价”的理论内涵，建立“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科学逻辑，指出“双评价”集成实现综合

效益最大化时所形成的主体功能分区方案为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最优方案。以福建省、六盘

水市为案例，将人类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转化为用地需求参数，通过降尺度的参数分解与测

算，结合上位规划及政府与专家系统研判，确定总量控制、结构化控制、空间结构或战略格局控

制等目标参数，并在“双评价”基础上，通过不断调整指标、参数及阈值，逐步进行格网单元地域

功能优化。着重考虑相邻区域功能冲突与协调、差异化的主体功能定位、土地利用现状及规

划、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以及海陆统筹等区域特征，不断校核与优化。从数据的可获取性、数据

集满足理论模型及评估方法的适应程度、可使用的分析方法及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尺度效应

等方面，探讨功能分区方案不确定性及其解决途径，增强优化结果的鲁棒性，以此作为“三区三

线”划定等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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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球表层同时存在着自然地理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两大系统，对于任一区域，都具

有生态服务功能、人类生产、生活功能等多种功能属性，其本质区别在于自然综合条件

以及对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指向的不同。随着城镇化在全球更大范围地持续开展，人类开

发地表的强度仍在增大，人类利用地表的功能也越来越复杂，人类生产、生活利用功能

和地表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功能之间在有限的国土空间内已经或将会面临冲突，如何合理

界定、配置不同地表的保护和利用功能并以此为依据引导人类活动的合理分布，无疑将

成为可持续性科学的一个重要命题[1,2]。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系统实现

粮食安全，建设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居住区，保护、恢复陆地生态系统及促进其可持续

利用等一系列目标，这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实现是极其困难的[3,4]。以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

学者为主的研究团队研制了中国首张国土空间综合开发保护前景图——中国主体功能区

划，以城市化、农业安全、生态安全、遗产保护四类地域功能为主体功能，以县级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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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基础单元，以期实现国家层面国土开发保护的有序性、可持续性[5]。然而，为满足主

体功能空间管制精准落地要求，需要进一步界定县级行政单元内部地块的功能，将主体

功能降尺度传导，规范主体功能行为，推动主体功能区规划更加有效实施，一直是亟待

开展的工作[6,7]。

201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指出县市空间规划通过

“三区”（城镇、农业、生态空间）比例落实主体功能定位，同时以“三线”（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提升主体功能的底线管控要求，将省级空间规划确

定的“三区三线”比例、开发强度等指标转化为具体坐标，实现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在

市县层面精准落地。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要在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简称“双评价”）

的基础上，抓紧完成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线划定工作，科学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管控机制。通过“双

评价”科学认知国土空间格局分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划分“三区三线”，已经

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性工作。

城镇、农业、生态三类功能用地的不同空间配置将产生差异显著的空间效益，探索

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最优的空间组织方案是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核心所在。国际上可供我

们借鉴的有关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研究，除了地理学本身有关自然地理分区、人文地理

分区以及综合地理分区等研究，还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立足于土地科学的土地（利用）

系统研究，如可持续农业生产系统的空间配置、城镇扩张及合理发展边界的识别，或是

农田系统与城镇扩张的冲突及合理性分析等，其本质是满足耕种或建设适宜性程度整体

最优的土地配置方案[8,9]；另一类是立足于生态学的生态系统服务分区研究，如自然保护

地划定、生态功能区划等，其假设前提是不同地块在生态系统中承担着水源涵养、防沙

固土、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不同生态服务功能，追求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整体最大化目

标[10,11]。显然，如果在地域功能优化分区方案中要实现城市化较优配置、食物和生态安全

较大程度得以保障的综合优化方案，就首先必须把这两类研究进行集成[12,13]。国内有关的

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地域功能及其空间结构的识别[14-16]、“三生空间”

分类[17,18]、红线划定与管制[19,20]等方面。其中，地域功能及其空间结构识别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国家和省级等尺度，市县等小尺度研究相对薄弱[21,22]；“三生空间”分类的研究跨越

国家、省、市、县、村镇等多个尺度，但侧重于基于现状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分类的的现

状识别；此外，当前已有一些学者对生态保护红线[23,24]、永久基本农田[20,25]、城镇开发边

界[19,26]的划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但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单一功能的评估，缺少对地域

功能的综合考量，在不同功能的集成评估过程中忽略了人类需求的合理性甄别以及自上

而下的功能转换，从而影响了功能评估与优化的整体性、系统性与有效性。

“双评价”给出了格网单元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及城镇建设等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和

适宜性，但如何基于“双评价”实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进而指导主体功能区降尺度传导

以及“三区三线”划定，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以地域功能理论为基础，从人地

关系演化出发，探索“双评价”的理论内涵，建立“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科

学逻辑，提出基于“双评价”集成的地域功能优化路径。通过基于“双评价”的控制性

参数测算与降尺度分解，实现格网单元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结合福建省与六盘水市的实

践工作，进行案例说明解析，并探讨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结果不确定性及其解决途径，增

强优化结果的鲁棒性，以此作为“三区三线”等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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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探索

2.1“双评价”的理论内涵

“双评价”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无论是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还是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均由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概念。其

理论内涵的探究都要回归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本身寻找科学基点[27,28] （图1）。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指自然环境（X）对人类生产生活活动（Y）的最大支撑能力或

最高的保障程度，也可以作为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协调程度的量化指标。记为

F = f ( X, Y ) （1）

式中：自然环境系统X是指资源环境等自然界物质系统构成的自然客体，同时具备生态

属性、资源属性、环境属性、灾害属性等不同属性，表现为水土资源、环境、生态、灾

害等不同要素。
X = C t

m( x1, x2, …, xm) （2）

式中：x1, x2, …, xm代表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生态、灾害等要素；m表示构成自然

环境系统的要素数；C表示构成自然环境系统的要素组合函数；t个要素的组合类型。

如此，承载力F还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F = f [ C t

m( x1, x2, …, xm) , Y ] = f1( x1, Y ) ⋃ f2( x2, Y ) ⋃ … ⋃ fm( xm,Y )

                                                                                                                               ⋃ f12( x1 ⋂ x2, Y ) ⋃ …f1m( x1 ⋂ xm, Y ) ⋃ …fm - 1,m( xm - 1 ⋂ xm, Y )

                                                                                                                                ……
                                                                                                                               ⋃ f1 → m( x1 ⋂ x2… ⋂ xm, Y )

（3）

式中：fij表示要素 xi和 xj组合的承载体（xi ⋂ xj）对人类生产生活活动Y的支持能力；⋃表

示不同要素承载能力的集成关系，这种集成关系具体的函数表达形式也可能不同；当 xi

为单要素时，就可以理解为土地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等单要素承载力。

然而，同样的 xi ⋂ xj因其承载的人类生产生活活动Y的强度或类型的不同而存在着 fij

的显著差异，这样就导致承载力F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成因学机理而言，xi/xj的生成

与演化受Y影响的程度、作用的因素等是不同的。只有当Y的地域功能类型确定时，X的

图1 “双评价”的理论探索
Fig. 1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Doubl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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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分量才有明确的指向及开发阈值。从地域功能视角，按人类生产生活强度或类型可

将Y划分为城镇建设、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等不同类型区，即
Y = U ( y1, y2, …, yn) = C 1

n( y1, y2, …, yn) （4）

因此，F可进一步推导为：
F = f [ X, U s

n ( y1, y2, …, yn) ] = f [ C t
m( x1, x2, …xn) , U s

n ( y1, y2, …, yn) ]

                                                                                                                              = f '
1 [ C 1

m( x1, x2, …xm) , C 1
n( y1, y2, …, yn) ] ⋃ f '

2[ C 2
m( x1, x2 , …xm) ,

C 1
n( y1, y2, …, yn) ]

                                                                                                                              ⋃ … ⋃ f '
m[ C m

m ( x1, x2, …xm) , C 1
n( y1, y2, …, yn) ]

= { }f '
11[ C 1

m( x1, x2 ,…xm) , y1] ⋃ … ⋃ f '
1n[ C 1

m( x1, x2, …xm) , yn] ⋃
{ }f '

21[ C 2
m( x1, x2, …xm) , y1] ⋃ … ⋃ f '

2n[ C 2
m( x1, x2, …xm) , yn] ⋃ …

⋃{ }f '
m1[ C 2

m( x1, x2, …xm) , y1] ⋃ … ⋃ f '
mn[ C m

m ( x1, x2, …xm) , yn]

（5）

式中：y1, y2, …, yn分别代表城镇建设、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等不同功能区；函数U表示

不同类型区的并集； f '
ij 表示 i个要素组合类型的承载体（C i

m( x1, x2, …, xm)）对第 j个承载对

象 yj的支持能力。

因此，只有当某一区域的功能指向明确时，其承载能力才更具可操作性和应用能力，

也才有适宜性可言。对于生态保护功能而言，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是指生态系统空间被

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干扰或侵占所引发的生态效应或生态代价，是从保护维度表征的生态

系统不可被侵占的程度。对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而言，包括城镇建设和农业生产功能，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支撑的适宜性指向（即承载

能力），还应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本身的空间组织规律，正如区位论所说，人类不同的生

产和生活活动的区位指向是不同的，每个地块对不同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区位选择的适宜

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除了自然条件的适宜性——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F，还应考虑已有的开发利用基础、地理位置、区域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战略

政策的响应程度等，这些无疑也是人类需求功能最终合理的区位选择的社会因素。显然，

这些因素的确定与选取的时空尺度密切相关，随着时空尺度的不断减小，评价单元之间

相互作用的机理就更加复杂，认知功能所需的因素群就愈加复杂，因此，“双评价”从省

级、市县等不同层级开展工作。

2.2“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科学逻辑

“双评价”给出了每一个格网单元用于城镇建设、农业生产或生态保护等不同地域功

能的适宜程度，但将其具体落地构成空间组织方案时就需要明确其主体功能。地域功能

优化分区实际上是探索主体功能优化分区方案，这种方案既要尽可能满足人类发展需求、

符合地理事物空间组织规律，同时以最小的生态环境为代价。如果这种组织方案还能够

经得起时空变异的检验，即在时空尺度上不同方案的变异性趋于最小，这样的方案应该

就是主体功能空间组织的最优方案。在揭示“双评价”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地

域功能演化的视角，解析“双评价”集成的科学内涵，明确“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

分区的科学逻辑（图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指出，地表格局及其演化过程，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长期

共同作用形成。假设地表格局R由不同地块 ri构成，表示为：

∑
i = 1

n

ri = R （6）

式中：n表示地块数量，功能划分时通常取决于空间尺度。地球没有人类活动之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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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于地表格局R的演化过程，生态学理论揭示了每个地块 ri都具有在维系地表生态系统平

衡中的服务功能，这种服务功能是多样的且有强弱之分，记为：

z ( ri) =∑
j = 1

m

feco( j )( ri) （7）

式中：m表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种类。此时整个地表格局R的总体服务功能可表示为：

Z ( R ) =∑
i = 1

n

z ( ri) + μ （8）

式中：μ表示不同功能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外部性效应。当人类活动介入，地块 ri也具有

承载人类不同生产生活功能需求的可能（t为人类需求功能的种类），即：

ΔzHum( ri) =∑
k = 1

t

fHum( k )( ri) （9）

然而，人类在改造地表用于承载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同时，地块 ri的生态服务功能

也在降低，记为

Δzeco( ri) =∑
j = 1

m

Δfeco( j )( ri) （10）

因此，对于每个地块来说，其承载的功能总当量为
z '( ri) = z ( ri) -Δzeco( ri) +ΔzHum( ri)

                             = z ( ri) -∑
j = 1

m

Δfeco( j )( ri) +∑
k = 1

t

fHum( k )( ri)
（11）

对于整个地表而言，其总体服务功能效益可表示为：

Z '( R ) =∑
i = 1

n

z ( ri) -∑
i = 1

n

Δzeco( ri) +∑
i = 1

n

ΔzHum( ri)

                                = Z ( R ) -∑
i = 1

n

Δzeco( ri) +∑
i = 1

n

ΔzHum( ri)

（12）

着眼于生态系统可持续性最大化的要求，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基本要求是

图2 “双评价”集成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逻辑表达
Fig. 2 The logical expression between "Double Evaluation" integration and territori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reg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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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
i = 1

n

Δzeco( ri)，但这样的结果通常难以满足人类活动最优区位选择的要求，从而使得生

活活动以丧失区位宜居、生产活动以丧失区位竞争力为代价。当然，也不能以

max∑
i = 1

n

zHum( ri)为目标，这样就可能带来生态的巨大灾难和不必要的生态损失。因此，在

“双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双评价”结果进行综合集成，寻求 min    ∑
i = 1

n

Δzeco( ri)和

max∑
i = 1

n

zHum( ri)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而实现地域功能优化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3 控制性参数降尺度约束下的地域功能优化分区

3.1 基于“双评价”的控制性参数测算与降尺度分解

将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合理需求转化为用地需求控制性参数，通过降尺度的参数分

解与测算是“双评价”集成的关键步骤，也是实现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并重的国土空间

规划的重要科学基础。控制性参数包括总量控制参数、结构化控制参数、空间结构或战

略格局控制参数等（表1）。

总量控制参数由政府与专家系统，根据国土空间规划预期、各行业专家预测等，预

测或设定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包括森林覆盖率、城市化率、食物自给率、财

政用于公共服务建设的预期水平等，作为总量控制参数，并将这些总量控制参数转换为

人口或用地需求参数。如根据城镇化率、人口总量预测以及不同城市功能用地的合理人

口密度，测算城镇建设空间的总量参数；根据食物自给率、人均食物需求量以及不同类

型农牧功能用地的产量潜力，测算该区域食物生产空间的总量参数。下层位的总量控制

参数，需要根据合理的上位规划或控制指标进行逐层级的指标分解。结构化控制参数，

通常包括最大开发强度、最小保护空间比重、三类功能空间比重结构、岸线开发强度、

表1 福建省和六盘水市的控制性参数列表
Tab. 1 Control parameters of Fujian province and Liupanshui city

案例区

福建省

六盘水市

总量控制参数

社会经济类：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人口密度、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
结构、粮食总产量、工业园区增加值
产出效率、每公顷建设用地实现生产
总值等

生态环境类：森林覆盖率、主要河流
Ⅰ~Ⅲ类水质比例、海洋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海域一类、二类水面占比等

社会经济类：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中心城区人口、地区生产总值、三次
产业结构、工业增加值、单位面积城
镇空间国内生产总值、耕地保有量等

生态环境类：森林蓄积量、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城镇污水处理率、地表
水功能区水质优良比例、千人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达标率等

结构化控制参数

开发强度、城镇、农
业、生态三类空间比
例、自然岸线保有率、
渔业资源保障线/占比、
围填海控制线/占比等

开发强度、城镇、农
业、生态三类空间比
例、永久基本农田面
积、生态保护红线等

空间结构/战略格局控制参数

生态安全格局：“三屏、六
廊、十四片区”

城镇化主体形态：“一带、两
区”

海洋开发与保护格局：“一带
一屏，两核三仓，四湾八廊”

生态安全格局：“一心两翼四
区六廊”

产业发展格局：“两带、三基
地、四中心、五片区”

城镇空间发展格：“一主两副
三组团，双轴拓展多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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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岸线保有率等，由上位国土空间规划或“双评价”结果衍生。全国尺度进行地域功

能适宜性综合评估衍生出最大开发强度参数，由生态可侵占性评估结果衍生出最小保护

空间参数，由三类功能评估衍生出的

三类空间比重结构等空间管控参数，

作为省级主体功能区划的关键结构化

控制参数。同样，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或“双评价”时，将结合全省以及各

地级市的总量参数，将这些结构化参

数逐步分解到各个地级市。如福建省

确定到 2030 年全省开发强度控制在

8.1%，结合“双评价”的评估结果，

进一步分解到各个地级市，得到福州

市为 14.8%，三明市为 3.9% 等。当进

行福州市或三明市的“双评价”集成

时，14.8%、3.9% 将成为由福建省向

福州市或三明市降尺度传导的结构化

控制参数，并将参数不断向区县层面

降尺度传导（图3）。

为了保障国土开发保护的有序性、系统性与完整性，战略格局或空间结构等控制参

数往往由政府与专家系统根据上位国土空间规划或“双评价”结果共同确定，如全国城

镇化战略格局、农业发展战略格局、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在各省（市、区）主体功能区

规划时逐步落实。福建省空间规划试点提出“一带、两区、三类”城镇化主体形态以及

“三屏、六廊、十四片区”的生态安全格局，作为空间结构控制参数，同时兼顾海陆统

筹，与“一带一屏，两核三仓，四湾八廊”的海洋开发与保护格局相链接，在“双评价”

集成以及“三区三线”划定时给予落实。

3.2 控制参数约束下的格网单元地域功能优化分区

“双评价”通过对水土资源、环境、生态、气候、灾害等要素的科学评估，集成出生

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三个功能指向的全覆盖的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由于

构成“双评价”各项要素的各个阈值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其等级的高低本身在

一定程度上表明其适宜程度，进行功能的相对比选时，根据格网单元不同功能的组合情

况，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功能优化。

假设对某一评价单元 i来说，其城镇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的适宜性等级分别为

Ri、Ai、Ei，从主体功能视角来看，其组合应该存在四种组合方式，如公式所示：
f ( Ri, Ai, Ei) = C 0

3 f0( Ri, Ai, Ei) + C 1
3 f1( Ri, Ai, Ei) + C 2

3 f2( Ri, Ai, Ei) + C 3
3 f3( Ri, Ai, Ei)（13）

式中：C 0
3 f0( Ri, Ai, Ei)表示主体功能均不显著；C 1

3 f1( Ri, Ai, Ei)表示存在一种主体功能；

C 2
3 f2( Ri, Ai, Ei)表示存在两种主体功能；C 3

3 f3( Ri, Ai, Ei)表示存在三种主体功能；f0、f1、f2、

f3分别表示纵向叠加功能的选择函数。显然，对于C 1
3 f1( Ri, Ai, Ei)，即Ri、Ai、Ei之间等级

数值差距较大且某一功能处于最高级时，以此功能作为该评价单元的主体功能；此时 f1

即为取最大值函数。除此之外，可以设定不同的规则确定初始集成方案：① 生态保护优

先，只要Ei大于等于Ri、Ai，即设置主体功能为生态保护，且生态保护等级较高的区域往

往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候选区；② 农业生产优于城镇建设，当Ri大于等于Ai时，即设

置主体功能为农业生产，且往往农业生产适宜性等级较高的区域是永久基本农田的候选

图3 福建省-市-县（区）三级开发强度逐级分解
Fig. 3 Downscaling decompo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intensity

at province-city-county (district) levels in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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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③ 主体功能均不显著时，按邻近规则赋予相应的主体功能（图4）。

根据“双评价”的汇总结果，按照以上规则设置的初始集成结果是生态效益最大化

的情景方案，而这种情景方案缺少社会、经济等效益的综合考虑，其最终的综合效益也

并非是最高的。在初始集成结果的基础上，构建格网单元主体功能循环优化模型，不断

优化功能分区方案，由生态效益的单一维度最大化向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不断逼近。优化

模型的关键在于：一是由政府与专家系统及“双评价”结果确定或衍生的总量控制参数

或结构化控制参数，作为模型上位目标参数；二是根据不同功能的适宜性等级赋予不同

的调整系数，计算每个格网单元不同功能用地能够承载的人口或粮食生产潜力等；三是

将优化结果与初始集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在此过程中不断调整指标与参数阈值等，最

终达到优化结果与“双评价”集成方案的一致。在优化过程中，可调整的主要参数包括：

评估格网精度、指标项中构成要素、指标总量的控制参数、战略格局或空间结构权重，

以及模型运转过程中相关指标的阈值等。

4 分区方案试划、校核与不确定分析

4.1 分区方案试划

“双评价”结果及其集成得到的不同情景格网单元主体功能分区方案，将作为地域功

能优化分区的科学基础。其中，“双评价”集成评估的关键在于确定了每一个格网单元的

功能类型组合函数，根据其主体功能的显著程度与组合状况，在控制参数约束下，提供

了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不同情景方案。在地域功能优化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发展的趋势

分析，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布局的空间指向、未来发展的空间走势等，将

微观的研究工作、前景预测纳入到宏观地理格局的分析和动态方案的研制中，同时将上

位层级的空间组织方案作为下位层级落实的重要依据。

 指标、参数或阈值等可调整

图4 控制性参数约束下的地域功能优化流程
Fig. 4 Territori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process under control parameter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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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和六盘水市地域功能优化分区过程中，均以生态优先为首要原则，城镇建设

和农业生产都要让位于生态保护，尤其是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通常情况下将生态保护等

级评估中生态重要性及生态敏感性等级为最高或次高的区域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候选区，

再结合保护地的保护对象与等级以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福建省生态

保护适宜性高和次高等级的区域分别占 17.8%、70.3%，其中次高等级与农业生产、城镇

建设等级高的区域有所重叠，最终优化出 74.9%的生态空间以及 23.8%的生态保护红线。

六盘水市生态优先保护区域和次优先保护区域分别为 18.51%、46.85%，通过控制性参数

的优化，划定为 58.31% 的生态空间以及 15.51% 的生态保护红线。显然，生态空间及生

态保护红线由生态保护功能主导区域、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的复合功能区域以及由生态系

统完整性确定的部分无显著功能区域共同构成（图 5）。其次，将城镇建设让位于农业生

产作为次要原则，优先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在农业空间中，根据耕地质量等级和基本农

田分布格局，进一步将农业空间中不得占用、不得开发、需要永久性保护的耕地划定为

永久基本农田。福建省农业空间划定为 27 396.0 km2，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22.1%，永久

基本农田占国土面积比例为 5.3%；六盘水市农业空间划定为 3 675.14 km2，占国土面积

的 37.07%，永久基本农田占国土面积的 12.32%。考虑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初划

方案，结合城镇发展潜能、城镇开发指向和城镇布局现状初划城镇开发边界，按照预留

开发建设规模，初划城镇空间。福建省在“一带”（沿海城镇密集带）“两区”（福莆宁和

厦漳泉大都市区）城镇化格局指引下，优化出城镇空间总面积为 3 679.1 km2，占全省陆

域国土总面积的 3.0%，包括 9个地级市的中心城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与其余县市的县城

所在地。六盘水市形成以六盘水中心城区为主中心，盘州城区和六枝城区为副中心，10

个重点镇为节点的“一主两副三组团，双轴拓展多节点”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优化出

城镇空间为 458.13 km2，占国土面积的 4.62%，包括六盘水市中心城区、盘州城区、六枝

城区及建制镇镇区（含乡政府驻地）。

4.2 分区方案校核与优化
地域功能优化分区是在“双评价”集成及优化评估的基础上，经过不同层级政府、

不同利益部门以及专家参与的博弈过程确定，需要不断校核与优化，反复调整并修正。

根据相关规划，结合专家知识，综合判断方案与实际空间分布格局的相符性。针对不符

合实际情况的划定结果开展现场核查校验与调整，使评估结果趋于合理，最终勘定主体

图5 “双评价”集成结果与主体功能分区及“三区三线”划定方案的对应关系
Fig. 5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Double Evaluation" integration results and the major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the "Three Zones and Three Lines"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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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区边界与实体空间范围。主体功能分区方案的校核与优化着重考虑与主体功能区

规划的衔接、与土地利用现状的衔接、与邻近区域方案的衔接、与区域发展和空间战略

构建的需求相衔接以及海陆统筹关系（图7）。

4.2.1 与主体功能区规划衔接校验 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的比例关系应符合主体

功能定位的相对关系。即城镇空间比重，要符合城市化地区（重点开发区域和优化开发

区域）、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次降低的相对位序关系，生态地区比重呈相反

的位序关系。方案要满足不同功能区定位的要求，即农产品主产区应确保永久基本农田

图7 主体功能分区方案校核与优化流程
Fig. 7 Major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scheme check and optimization process

图6 福建省与六盘水市主体功能分区初步方案
Fig. 6 Preliminary scheme for the major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and Liupanshui city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333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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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农业空间比重不降低，重点生态功能区应确保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生态空间比重

不降低。

4.2.2 与土地利用现状的叠加校验 通过与土地利用现状的叠加，在土地利用功能归类

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吻合度及冲突分析，原则上现状城镇建设用地均应落在城镇空间内，

现状耕地通常应落在农业空间内，湿地、湖泊、林地等生态功能显著的区域应落在生态

空间内。结合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通过分析不同功能用地潜力的相对关系，校验方案

的合理性。

4.2.3 与邻近区域的功能协调校验 邻近区域之间的分区方案不应发生功能冲突和干扰，

如在城镇空间的上风上水区域，应保留一定范围的生态空间，而在生态空间的上风上水

方向不应划定大面积城镇空间，位于行政边界周围均质性较强的区域应确定为同一空间

类型。

4.2.4 与区域发展和空间战略构建需求衔接校验 方案划定应充分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与

国土开发保护的总体需求，城镇空间应满足健康推进城镇化的基本要求，农业空间应满

足农产品供给安全要求，生态空间应满足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建设要求。同时要充分考虑

与区域发展空间战略衔接，集中型、绵延式城镇空间应与重点开发轴（带）建设相协调，

农业空间应与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相协调，生态空间布局应与生态网络主骨架和重点生态

廊道建设相协调，促进国土整体开发保护的均衡布局。

4.2.5 海陆统筹校验 沿海区域或海岸带主体功能优化分区时，应考虑海域开发利用潜

力，结合毗邻海域适宜的功能类型、发展方向和管控要求，坚持海陆统筹、保护优先、

陆域服从海洋的原则，将陆域城镇空间划分与海域建设用海空间衔接，将陆域生态空间

划分与海洋生态用海空间衔接，修正并调整陆域海岸带区域三类空间适宜区范围，避免

功能冲突、实现有机对接。

4.3 不确定性分析

受数据的可获取性、数据集满足理论模型及评估方法的适应程度、可使用的分析方

法及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尺度效应等影响，直接导致主体功能优化分区方案的不确定性。

首先，涉及水土资源、生态、灾害等调查数据以及人口、经济、环境污染等监测统计数

据，需要通过区域间相互比对以及相关指标间的交叉检验等数据清洗方式消除数据的系

统误差及随机误差，抑制数据本身的不确定性。尽管地域功能优化分区方案由政府牵头，

掌握相关权威数据的业务部门也参与其中，但实际上仍难满足集成模型和方法的需求。

如水资源量分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查、气象监测等数据多为相对宏观数据，环境监

测、灾害等点状数据又为微观数据，升降尺度到同一评价单元上，均产生较大的不确定

性。特别是在给定结构化控制参数、优化过程的调整参数等关键阈值时，由于数据集的

适应程度不高，优化调控难度增大，往往导致分区优化结果大打折扣，甚至同预期有较

大差距。弥补这一缺陷的主要方法，主要是将阈值选择为一个数值区间，引入领域专家

进行研判，以 5%~10%的阈值容差确定不同阈值区间，按照原方案流程重复试验，分析

区划结果的变化情况，采用格网结果和县级行政区结果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办

法使不确定性得到合理控制。

“双评价”集成评估与地域功能优化分区过程中采用了一些分析模型作为辅助分析工

具，这些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产生的区划方案的敏感性，也通常是在定性研判、反复调

整、优化取舍中予以解决的。然而“双评价”集成评估与地域功能优化的评价单元为格

网单元，省级通常选取 50 m×50 m 格网，市县级层面的网格精度通常为 20 m×20 m~30

m×30 m。在这种微观尺度的分析框架下，任何一种功能类型的成因学机理都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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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因素也是多样的，产生的不确定性也较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结合功能类型成因

的时空分异特征，从复杂的多因素集成分析中、转换为主导因素分析来确定不同尺度的

城镇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功能，其中，选择不同区域生态脆弱性因子识别生态空

间、选择水热组合条件作为关键因子识别农业空间、选择用地条件和区位因素作为关键

因子分析城镇空间，在检验分析模型的适用性和划定方案敏感性方面的有效性最高。此

外，采用随机采样的方法获取一定数量的样本数据，确定 60%~80% 的主体功能覆盖阈

值，通过政府与专家系统综合研判作为方案评估以及优化的重要依据，也将降低方案的

敏感性。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出发，从地域功能成因学出发探索“双评价”的理论内涵，

指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功能预设前提下才更具应用指向，由自然资源、环境、生态、

灾害等多种属性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综合集成确定，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是在承载力基础上考虑到功能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区位条件、现状开发基础、

区域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战略政策的响应程度等共同决定。“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

分区的科学逻辑在于，探索既要尽可能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符合人类生产生活空间组织

规律，同时以最小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系统可持续性最大化的地域功能优化分区方

案。如果这种组织方案还能够经得起时空变异的检验，即在时空尺度上不同方案的变异

性趋于最小，这样的方案应该就是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最优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基于“双评价”集成的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研究路径，结合福建省、六盘水市空间规划试

点工作，将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合理需求转化为用地需求控制性参数，通过降尺度的参

数分解与测算，并在控制性参数约束下进行格网单元的地域功能优化分区，获取不同情

景的主体功能分区方案，以此作为“三区三线”划定的重要依据。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

服务于国家正在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也将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与转型的科学基础。

然而，本文“双评价”集成及地域功能优化分区还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双评价”

集成的本身是求解主体功能空间组织最优方案的最大综合效益函数，其构成各个分量诸

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均是时空变量的函数，未考虑系统的开放

性，且忽略了子系统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而这些子系统尤其是人类社会因素作用机制相

当复杂难以定量化度量，因此“双评价”集成评估的科学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其次，

从“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其本质是明确每一个格网单元的主体功能，由于存

在尺度效应、空间依赖性以及功能整体性、系统性的要求，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尽

管文中提出了一些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诸如边缘区、过渡区的功

能不确定性；再者，“双评价”及主体功能分区方案与“三区三线”划定等国土空间规划

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双评价”除了为国土空间的基本战略格局、功能分区提供重要

依据，还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一系列重要参数，包括对主体功能降尺度传导、开发强度

的管制以及有序化的国土空间结构，同时也为国土空间整治工程、领导绩效考核等政策

制定提供重要依据，这些均需要进一步探索。此外，针对中国未来科技动态走势以及人

地关系地域系统新框架的建构程度，需要及时优化调整主体功能分区方案。这种动态调

整方案的方式，也是对不能完全准确预测未来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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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i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regionaliza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Doubl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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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basic strategic structures of territorial land

space and implementing functional zoning, the "Double Evaluation" (i. 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evaluation) provides a

series of important parameters for the downscaling of the major function zoning,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intensity control of the l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erritorial func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Double

Evaluation" from the evolution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establishes the scientific logic of

"Double Evaluation" to territori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major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scheme from "Double Evaluation"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that realizes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maximization is the optimal result of territori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Taking Fujian province and Liupanshui city as two cases, we transform the rational demand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living activities into the demand control parameters of land use.

Combined with the superior planning and the government and expert system, we determine the

critical target parameters, including the total control parameters, structural control parameters,

spatial structure or strategic pattern control parameters, through the parameter decompos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downscaling. By adjusting the indicators, parameters and thresholds, the

gird cell territori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is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and the grid cell territori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regionalization scheme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is obtained. Then

continuous evaluation, check and optimization are carried out by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planning of major function zones, land use status, neighboring areas, the construction need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strateg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and sea.

Given the influence of the uncertainty of available data,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data set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uncertainty of a usable analytical model and the scale effec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major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scheme and its solution are discussed to

enhance the robustness of the optimization results as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erritorial planning

such as the "Three Zones and Three Lines" (Three Zones represent ecological space,

agricultural space, and urban space; Three Lines represen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permanent capital farmland, and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Keywords: Double Evalu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territorial de-

velopment suitability; territori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regionalization; "Three Zones and

Three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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